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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脱嵌式开发：农村环境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耿言虎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农村地区资源开发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文

章基于云南省 Ｍ 县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林产业和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对比的基础上，提

出脱嵌式开发与嵌入式开发两种发展模式。 嵌入式开发模式在历史上长时段内维持了资源开发和

生态保护的平衡，而脱嵌式开发则是当下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传统时期，个人和群体的

生产行为嵌入于多元的文化、社会和生态之中。 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以信仰祛魅、行为失范和

生态知识式微为表征的脱嵌式开发逐渐摆脱外部因素的限制，把生产行为变为纯粹的成本—收益考

量行为。 脱嵌式开发这一研究框架的提出对环境治理的启示意义在于，需要在动态中形成新的稳态

结构，将生产行为重新嵌入到文化、社会和生态限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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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农业商品化和产业化程度迅速提

升，农村经济开始从自给自足逐渐纳入外部市场体系，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但与此同

时，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开发导致了农村生态环境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草场荒漠化、生物多样

性锐减、水土流失、农业面源污染、渔业资源枯竭等成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如何理解农村资源

开发中的环境衰退，现阶段的资源开发模式缘何导致了当下的农村生态环境危机？ 只有厘清农

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机制，才能做到对症下药，从而改善农村环境的治理效果。
作为环境社会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对农村资源开发中环境问题社会成因的分析一直是学者

们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术界已经积累了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对市场属性与

环境问题关系的研究。 现代市场形成后，自然资源被赋予价格，进入市场交易体系。 现代市场

的属性特征与环境问题的关联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波兰尼指出自发调节的市场将自然变成

“虚拟商品” ［１］ ，马克思发现商品化农业方式造成土壤的“代谢断裂” ［２］ ，自然被“过度资本化”
引致生态急剧恶化等 ［３］ ，市场追求最大利润的特征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直接的关联。 第二，对
市场中的利益相关主体行为逻辑的分析，这些研究涉及政府、企业、村民等不同行为主体，环境

往往在这些主体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过程中成为牺牲品。 张玉林的“政经一体化”理论解释了

政府和企业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名义下实现双赢，但是环境却被损害的逻辑 ［４］ 。 陈阿江用“成

本—收益”权衡的“简单经济理性”描述企业逐利行为及其环境后果 ［５］ 。 王婧从市场化条件下

牧民的经济理性膨胀入手，指出牧民逐渐成为追求利润的“小牧” ，进而引致草原退化、沙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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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后果 ［６］ 。 第三，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化和制度反思。 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文化是“统治自

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和祛魅化的科学知识。 在中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区等生态脆弱地区，追
求精耕细作的汉区农业知识逐渐代替当地传统农业知识，造成了生态退化的后果 ［７－８］ 。 斯科特

阐释了“简单化” “清晰化”等国家治理逻辑用于复杂多样的生态资源管理中的弊端 ［９］ 。 同时，
取代地方社区资源管理制度的现代“科层化”资源管理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弊端 ［１０］ 。

以往的研究发现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机制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 但已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特定维度和视角。 实际上，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是复杂

的、多维度的，需要综合的、整体的视角才能进行全面分析和宏观把握。 同时，对环境问题的产

生机制的阐释需要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寻找。 笔者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同时梳理学界已有的

研究发现，试图从发展方式的嵌入和脱嵌视角入手，系统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机制。

二、嵌入性与传统地方生态

本文把研究视角聚焦于环境主体的生产行为上。 环境主体是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人群，
在前市场经济时期，环境主体主要是当地社区居民。 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增

加以及生产关系的多元化，环境主体日益多元。 生产行为是环境主体利用自然要素从事生产满

足其生存需要和获取收益的主要方式，也是人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 从生产行为的

变化入手解释环境问题的产生机制，必须对不同阶段生产行为的主要特征作出区分，即生产行

为的何种特征变化导致了生态的演变。 在前市场经济时期，社区居民的生产行为是地方性的，
嵌入于多元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和地方生态之中，生产并不是简单地由生产本身决定的行为。
“嵌入”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概念最早来源于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 按照波兰尼

的理解，在传统时期，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在我们

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 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

中的” 。 互惠、再分配、家计是传统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其运行都与特定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
在波兰尼看来，不受规制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传统时期是不存在的 ［１］４１－６７。

图 １　 传统时期生产行为的三维嵌入

生态的稳定是地方社区得以存续的物质基础。 从生态视角看，苏玛（ Ｓｏｍｍａ）认为作为传统

村落社会是生态可持续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但环境问题凸显的社会 ［１１］ 。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传统时期地方社区共享了关于自然的信仰观念、社会规范和生态知识，
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与环境相处的“库存知识” 。 人的生产行为受制于这些外部条件，只有如

此，才能保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传统时期的地方环境主体的生产行为

是嵌入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结构之中的，他们的生产行为必然是嵌入式的，大致可以归结

为三种维度的嵌入：文化嵌入、社会嵌入和生态嵌入。

（一）文化嵌入

早期人类的宇宙观中，人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界

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一种整体宇宙观。 人类认识

到自己的渺小，敬畏自然，传统社会保留了一定程

度的自然崇拜，如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等。 在资

源管理利用中，宗教、禁忌等作用的发挥依赖人对

神灵的超验性的信仰和敬畏。 这种资源管理机制

在居民信仰体系受现代性冲击较少，传统保存完好

的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 科尔丁（ Ｃｏｌｄｉｎｇ）认为社

会禁忌是地方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无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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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和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效果往往胜过国家法律和政策。 他

总结了关于生态保护和资源使用的六种禁忌，分别是时间禁忌、方法禁忌、生命阶段禁忌、特定

物种禁忌、栖息地禁忌、隔离禁忌 ［１２］ 。 历史上，中国的农村地区有大量的神树、神山、圣山、风水

林等信仰，这些信仰代表了社区生态保护的一种传统形式。 在信仰体系中，自然被分为可开发

（非神圣）和不可开发（神圣）两类，人对神圣自然保持了绝对的敬畏，惧怕神灵的惩罚，因此围

绕神圣物而进行的生产行为极为少见。
（二）社会嵌入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每个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过度消耗公共

资源，必然造成环境衰退，形成哈丁所谓的“公地悲剧”困境 ［１３］ 。 传统时期的自然资源，比如森

林、草原、河流等都是公共的，为地方社区集体所有。 地方社会需要对个体的生产活动施加约束

力，从而维持地方生态和社群的持续发展。 很多案例研究表明，传统时期自然资源的公共所有

制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有一系列有效的地方社会规范

和制度对个体行为加以限制，从而保证资源的合理持续利用。 这些“村规民约” “习惯法”等通

过刻字立碑、编写文本、口头相传等方式世代传承。 在涉及自然资源使用时，为了维持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地方社会大都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规范并严格实施。 村规民约大多由地方社会德高望

重的老人商议，村民组织大会集体讨论通过，并且地方社区负责监督执行。 传统时期的公共资

源管理依赖于人际信任、关系网络、声望等社区社会资本运作。 由于传统社区都是基于地缘和

血缘结合起来的，村民之间具有天然的熟人信任和关系纽带。 社会资本有助于打破“囚徒困

境” ，降低合作成本，促进资源利用上遵守规则 ［１４］ 。 这些社会规范对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具有较

好的约束作用。
（三）生态嵌入

传统时期地方社会生产行为嵌入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特别是在生产力不甚发达

时，人很少去改造自然，而是主动或被动适应自然。 “生态嵌入” ［１５］ 意味着生产行为适应外部自

然地理环境，尊重自然规律，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居民对环境的利用秉承的原则不是完全的

保护，也不是一味地开发利用，而是充分兼顾资源获取和持续利用。 指导当地人与自然互动的

是“地方生态知识” 。 地方传统生态知识是当地居民基于长期实践形成的对自然和资源利用的

认知体系，存在于森林、草场、河流的使用以及采集、狩猎、渔业等方方面面，传统生态知识对保

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意义非凡。 地方生态知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库存知识” ，是生

产“惯习”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 地方传统社区中，生态知识表现出共享性、区域性和延续性的

特征。 生态知识将生产行为的环境影响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 在地方性知识的作用下，传统生

计对生态的破坏性降到最低，保证了生态利用的可持续。

三、脱嵌式开发的类型及其表现

波兰尼指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逐渐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脱嵌，成为

不受制约的力量，“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

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 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

中” ［１］１５。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的脱嵌是经济与社会逐渐脱离的过程，完全脱嵌的社会是市

场社会，在市场社会中经济行为的运行完全按照市场自身的逐利意图和利益最大化逻辑运行。
与波兰尼类似，吉登斯注意到了现代社会的脱嵌机制，他将注意力集中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变的时空延伸问题。 他指出，脱嵌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

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１６］ 。 中国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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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的农村经济迈入开放的市场化经济的历程，也是农村经济社会体系逐步

现代化、全球化的历程。 一些学者注意到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市场力量介入下

民族地区脱嵌式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后果 ［１７－１８］ 。 在笔者看来，中国农村生态的恶化是农村资

源开发与地方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日益脱嵌的结果。 现阶段一些农村地区资源开发

表现出明显的“脱嵌性”特征，脱嵌式开发表现为以下三种维度。
（一）信仰祛魅与生态问题

传统时期的自然具有多种文化、社会价值，自然是一个集物质、社会和文化等多元意义的复

合体。 由于信仰附加于物质之上，人们生产生活中都会对神圣物“敬而远之” ，信仰靠的是行为

者对规范的主动服膺。 传统时期社区居民的信仰体系犹如一道无形的分割线，划定了若干禁

区，限制了人对自然的开发。 然而，现代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是国家权力以及一整套的话语体系。
效率和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是资本追逐的目标。 对经济开发起到阻碍作用的传统信仰则被视为

“愚昧” “落后”被加以消灭。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随着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膨胀，传统

信仰日渐式微，人的精神世界呈现“祛魅化”的趋势 ［１９］ 。 市场经济把具有多样意义的自然客体

化为纯粹的资源，富含社会文化意义的森林、草原、山体被约化为树、草、矿①，仅仅是获取交换

价值的工具。 土地、河流和森林等自然资源成为“虚拟商品” ，人们资源开发中的敬畏之感从此

荡然无存。
（二）行为失范与生态问题

在传统时期，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利用的地方规范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而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地方规范日渐式微。 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行为失范现象大量存

在 ［２０］ 。 行为失范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农村生态危机。 首先，由于市场机制的建立，自然被赋予价

值，能够在市场中变现。 资源的诱惑力较以往要强得多。 其次，在地方社区，随着传统地方权威

逐渐失去威信，社区流动性、异质性增加，传统地方社区的村规民约、规章制度等日渐式微。 资

本观念渗入后，人们强烈的经济理性难以抑制。
当生产行为脱离了传统地方社区规范约束的时候，现代法律制度应该及时填补真空。 但是

一些农村地区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的执行效果不理想。 建国以来，随着自然资源的现代管理制

度建立，资源管理权从地方社区逐渐向科层化管理机构上移。 很多地方社区传统的管辖范围被

划为国有资源，如国有林、国营农场、自然保护区等，由对应的科层化机构负责日常监管。 但是，
在日常实践逻辑中，资源单纯依靠科层化管理，忽视社区力量甚至把居民作为监管的对象，产生

了很多问题：其一，资源管理者“陌生化” 。 受制于资源特征的复杂性，外来管理者对自然资源

不熟悉，影响管理效果。 其二，资源管理者的利益取向。 执法机构本身成为利益相关者，可能利

用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第三，执法力量不足。 单纯依靠林业执法部门势单力薄，环境执法处于

严重的松弛状态 ［２１］ 。 失范的经济活动成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生态知识式微与生态问题

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是关于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的两套知识体系。 以牧区为例，传统的逐

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通过对草场的类型划分，采取季节性的空间移动，可以实现草场资源

的持续利用。 传统生态知识可以实现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看似粗放的知识体系中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效”的地方知识不利于最大化收益，因此

经历了被“污名化”的过程，被认为是“落后”的知识体系，被贴上标签。 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追求

高效、高产，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知识” ［２２］ 。 现代市场经济中，在最大化利益的刺激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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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围绕矿产资源开发，开发商与周边村民的冲突不断见诸媒体。 村民眼中的“神山” “圣山” ，在开发商、当地政

府看来则是矿产资源。 但很多时候，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的意见敌不过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矿产开发，相关案例参见：张
冰冰 ． 被“吃”掉的石弓山———关于皖北一座山丘消亡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



的农业生产知识和资源开发方法逐渐占据主导。 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日渐式微。 但是，现代科

学自身固有的局限却被其突出的高产优势而忽略，直至环境问题严重时才引起反思。① 化肥、农
药可以促进稳产、增产，但是对环境的副作用却是巨大的。 同样，单一的经济林木种植造成了生

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问题。

四、从刀耕火种到经济林：Ｍ 县案例

本文以云南省 Ｍ 县历史上的“刀耕火种”农业方式和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经济林开发对

比分析为例，阐释嵌入式开发和脱嵌式开发的生态后果。 Ｍ 县历史上的刀耕火种可以视为嵌入

式开发这一理想类型，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经济林开发可以视为脱嵌式开发这一理想类型，通
过理想类型之间的比较，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脱嵌式开发的环境后果。 Ｍ 县资料来自于笔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先后 ５ 次共计 １３０ 余天的田野调查。 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前的上千年中，刀耕火种

一直是 Ｍ 县山地农业的主要生计方式。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已经被经济

林木所替代。

（一）作为嵌入型生产方式的刀耕火种②

作为一个山区边境民族县，Ｍ 县山区面积占整个县面积的 ９８％。 历史上佤、拉祜等山地民

族的主要农业方式是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农业是一套成熟的农业体系，它以草木燃烧的灰烬做

肥料，以种植的空间转移换取森林的恢复生长时间。 经典意义上的刀耕火种要经历以下几个环

节：砍树与放火、种植与收割、休耕与植被恢复、种植新地等。 １９４９ 年以前，Ｍ 县的森林覆盖率

一直维持在 ６０％以上。 刀耕火种农业有效地维持了粮食生产和森林保护的平衡。
传统时期农业生产活动嵌入于多元的文化、社会和生态结构中。 刀耕火种农业是典型的嵌

入型农业活动，刀耕火种农业不仅要追求产出，其生产方式更要“合规矩” 。 当地从事刀耕火种

农业的佤、拉祜等族有大量的信仰禁忌。 他们的文化中有很多的风俗习惯、禁忌等限制对自然

的过度利用。 拉祜族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体系中，山、水、树、石头等都是有神灵的。 人不可以随

意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农业生产前要有复杂的农耕仪式，这些仪式的作用是缓解农业生产活动

对神的冒犯。 拉祜族《开山祝祷词》写道：“啊，山神、水神、沙神、石头神，我给你献上大米和蜂

蜡烛，请你答应我开垦这块山地；啊，这个地方的神啊，请收下我亲手奉上的贡献。 从今以后我

的家人要开垦这块地，保佑我们一家大人小孩，保佑我们不受刀斧伤害，不要杀死我们，不要惩

罚我们。” ［２３］

刀耕火种并不是简单的、无秩序的游耕，而是有一套地方社会制度保证其运作。 主要起作

用的是土地制度、地方首领制度等。 当地有一套关于土地分配和使用的制度。 首先，每个村寨

都有一定的领地范围，村寨和村寨之间的界限分明。 村寨不能私自越过边界耕作；其次，在村寨

内部，土地以村寨公有为基础。 刀耕火种时期，村寨选择一块集体土地集中种植。 但在具体的

土地分配上，采取“号”地的方式：耕作者在自己要耕种的土地四周做标记，“号”过的土地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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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世纪初，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Ｈ·金（ Ｆ·Ｈ·Ｋｉｎｇ）对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农业进行考察，在 １９１１ 年出版的《四

千年农夫》一书中，他详细记载了中国农村农民对人畜粪便、草木灰、淤泥等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和利用方法以及精耕细作的

农业方式。 中国传统农业在巨大的人口、资源压力下，能够保证农业产出，保持土壤肥力，进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所展现

的农业智慧让富兰克林·Ｈ·金惊叹不已。 与此相反，美国现代农业追求规模化和集约化，大量使用化肥，土壤肥力却日渐衰

退，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这种不可持续的农业方式让其忧心忡忡。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也已走入这条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

的农业之路。 参见：富兰克林·Ｈ·金 ．四千年农夫，程存旺，等，译 ．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本文所指的“刀耕火种”特指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直到解放初期仍然存在的有序的刀耕火种。 上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以

后，随着政府号召向山区要粮，无序毁林开荒，导致了环境的急剧恶化。 这也是当时刀耕火种受到批评的原因。 但是，这种无

规矩的乱砍滥伐并不是历史上经典的刀耕火种。



认为有主，别人不得再占有。 当地的习惯法在地方文献中有记载：“无论是祖上传下来，还是后

来开垦的土地，只要有标记，其他人都不能种。 也不能在人家无能力的时候去拨动标记。 多占

土地，这是违反习惯法的。” ［２４］ 刀耕火种还需要村寨作为一个整体集体行动。 １９４９ 年前，拉祜

族实行的是卡些制度，卡些作为村寨的领导者对刀耕火种进行管理。 村寨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决

定耕种哪一片土地，哪些土地必须开始“养”着，通常都有惯例。 Ｍ 县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在
轮歇地的划分、休耕时间、树木砍伐、放火管理等方面，刀耕火种农业有大量的地方生态知识以

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规范，具有内容参见下表。
表 １　 刀耕火种农业中的地方生态知识及其社会规范

地方生态知识 详细内容

森林分类 村寨的林地分为轮歇地和非轮歇地。 轮歇地为农业用地。 非轮歇地包括不同类型，如水源林、防风林、

薪炭林、竜山、坟山等。 非轮歇地禁止耕种，使用受到地方社会规范的严格限制。

休耕方式 一般每块地种 １ ～ ２ 年，耕种地与撂荒地之比不低于 １ ∶ ５。 休耕 ５ ～ １０ 年左右撂荒地基本恢复为密林。

树木保护

　

为了促进树木尽快恢复：（ １）砍树要保留树桩。 树桩约 ３０ ～ ５０ 厘米不等。 一方面利于抛荒时树木迅速

再生，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大范围的水土流失。 （ ２）在犁地和耕地时，尽量不深翻，以免破坏树根。 （ ３）

砍树后用茅草等遮盖树桩，防止其在烈日下暴晒。

种树传统

　

土地资源紧张的村落，为促进植被尽快恢复，通常采取种树的方式。 一般挑选“黑心树” 、水冬瓜树种，

这些树生长速度快，越砍越发，可以保证植被恢复。

放火管理

　

为了把放火控制在指定的区域范围内，烧轮歇地一般遵循“五不烧” ：不经批准不放、风大不放、无人看

管不放、无“防火线” ①不放、非轮歇地不放。

撂荒地保护

　

撂荒地的林木幼苗需进行有效保护，撂荒地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不能破坏其植被恢复，严禁在此放

牧、砍伐。

土壤保护

　

避免水土流失以及保护土壤养分：（ １）烧火时，再次点燃残枝需要更换地方，以免土壤被烧焦。 （ ２）在

洪水容易冲刷的地方挖“防洪沟” 。 （ ３）将未烧完的大树均匀地压在地上，防止雨水大时，地面径流把

土地被冲走，造成水土流失。

　 　 注：① “防火线”是在已规划的、待烧的林地四周清理出一圈 ３ ～ ４ 米宽的界限，这条界限内需要将可燃物完全清理干净。
据当地老人说，连“一个树叶、一棵草”都不能有。

（二）经济林产业与脱嵌式开发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引下，依托于资

源优势，Ｍ 县提出以发展“绿色产业”带动加工业富民富县的目标。 为了发展经济，利用热区资

源，Ｍ 县政府提出优先发展“胶糖茶”的农业政策。 早期橡胶、茶叶等经济林开发是政府主导

的，以“公司＋基地＋农户”为主要方式。 公司投入资金和技术、基地供粮、农户投劳，在股份核算

上，以 １０ 个劳动日 ＝ ２０ 千克原粮 ＝ ２０ 元人民币 ＝ １ 股，按比例分成。 早期的橡胶、茶叶公司则

具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公司领导都是由政府部门官员兼任。 后期随着经济林收益提高，农户纷

纷在自己的承包地中种植经济林，民间自主开发促进了经济林木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以橡胶、
咖啡、甘蔗、茶叶为主的经济林产业极大地支撑了 Ｍ 县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狂飙

突进”的经济林开发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果，整个县域范围内适宜种植经济林木的土地全部种

上了，经济林木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和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在经济林开发过程中很

多竜林、水源林都被砍伐，生态问题日渐显现。
橡胶、咖啡等经济林木作为一种外来事物，其种植和管理完全按照一套全新的模式。 起初，

这套全新的经营模式与地方传统的社会、文化制度不相兼容，但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发展，加
之村民致富的欲望强烈，经济林迅速得到推广。 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开发模式，其运作过

程中的脱嵌性及其后果仍然值得反思。
首先，文化脱嵌。 农村地区经济活动与文化的冲突一直存在。 实际上，在当地，由外在力量

主导的经济开发与文化的冲突在建国以后就不断发生。 “农业大跃进”期间，政府鼓励大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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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荒受到地方传统文化禁忌制约时，政府号召“向神山开炮，向鬼神进军” ，破除迷信，很多竜

林被砍伐一空。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经济理性的膨胀，成本—收益的理性考量成为主

导思维方式。 受经济林开发的利益刺激，外来的胶农、茶农甚至包括当地村民又一次把一些竜

林、水源林等砍伐一空种植经济林，而传统的神山神树信仰失去了约束力。
其次，社会脱嵌。 以国家法律、村规民约为代表的社会规范对经济林过度开发没有起到应

有的限制作用，传统时期社会力量对乱砍滥伐树木的有效制约作用消失了。 在经济林开发初

期，地方政府是经济林的开发主体，后来外地老板甚至本地农民都卷入了这场经济林开发潮中。
大量的水源林、竜林等传统社会规范严禁砍伐的林木都遭到砍伐。 国家的法律、社区层面的村

规民约难以约束这种行为。 在一份 Ｍ 县 Ｎ 乡人民政府准备征用 Ｎ 村贺布社薪炭林种植茶叶的

报告中这样写道①：
茶叶是我乡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已列入我乡“七五”规划的一个重点骨干项目，

在党和几次代表大会上都通过。 “七五”规划新发展稳产高产的速成密植茶叶两千亩。
……加速发展我乡茶叶生产，对促进我乡经济建设，增加我乡财政税收，增加农民收

入，实现脱贫致富都有重要意义。
Ｎ 乡四套班多次研究决定，为满足 ＸＸ 两个精制茶叶加工厂的原料供应，在原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贺布社已发展 ２００ 亩连片的基础上，便于集中连片，计划 １９９０ 年再新植

４００ 亩。 ……因此征用贺布社集体用材林 ３０ 亩左右用来发展茶叶。
此报告若无不当请批复！

Ｍ 县林业局回复②：
我局在接到 Ｎ 乡人民政府征用集体薪炭林地种茶叶的报告后，派出局所属森林资

源管理股人员实地调查落实。 林地面积为 ５６．３ 亩，最大树高 １６ 米，胸径 ４０ 厘米，平均

胸径 １４ 厘米，现有森林蓄积量为 ２４９ 立方米。 根据区行署多次在林业会议上讲，开发

不能毁林种茶叶、咖啡、甘蔗，要种只能在荒山、丢荒地种……我局不同意毁掉这片薪

炭林种茶叶。
征用“最大树高 １６ 米，胸径 ４０ 厘米，平均胸径 １４ 厘米”的茂密森林种茶叶，乡政府应该知

道相关的森林保护法律和政策，为何“明知”违法却还“故犯”呢？ 从申请的第一段就能看出端

倪，政府发展经济林产业的动力所在。 “促进经济” “增加财政税收” “脱贫致富”等目标与今天

的各级政府追求的 ＧＤＰ 何其相似！ 林业局依照相关规定，没有同意乡政府的报告，体现了其作

为林业执法机构保护森林的立场。 但是，调查中一位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告诉笔者，“很多时候

林业局反对，但是乡镇政府不听，该怎么弄还是怎么弄。 因为那时候法律法规也不那么规范” 。
可以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Ｍ 县经济林开发浪潮中，大量原生林被砍伐而种植经济作物。 Ｍ
县 Ｍ 镇总计 １１２９０２．８９ 亩经济林，有多达 ６５５２４．２４ 亩经济林是从林地中开发而来（即砍伐原生

林木种植经济林） ，超过总经济林面积的一半。 其中橡胶、茶叶、咖啡分别为 ６３５４７． ２４ 亩、
１６８５．６亩、２９１．３ 亩③。

最后，生态脱嵌。 历史上，当地有大量的关于森林利用和保护的地方生态知识，这些生态知

识是靠山吃山的山民赖以生存并世代延续的前提。 经济林种植遵循利益最大化的逻辑，短期经

济理性完全取代了生态理性。 可以标准化操作和具有普遍适用性、可复制性和推广性的现代科

技被广泛应用于资源开发中，现代科技表现为一种技术理性主义（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即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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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乡人民政府：《关于征用 Ｎ 乡 Ｎ 村贺布社集体用柴林的请示报告》 ，Ｍ 县档案馆材料，１９８９ 年。
Ｍ 县林业局：《关于 Ｎ 乡人民政府征用集体薪炭林地种茶叶的报告》 ，Ｍ 县档案馆材料，１９８９ 年。
《Ｍ 镇经济林调查情况统计表》 ，Ｍ 县档案馆，２００６ 年。



关注技术本身，而忽视了技术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 为了增加收益，采取“集中连片开发”①

的方式，一般一次开发整座山，面积达到几千亩。 在这几千亩的土地上，采取“三光”式的种植

方式，即（树）砍光、（根）烧光、（地）种光。 杂木林被清除一空，为了将树根清除，甚至动用了炸

药，传统的“间伐” “砍树留桩”做法被丢弃。 清理出的土地不能荒废，全部要种经济林，最后都

变成了永久的单一经济林。 橡胶树、桉树等经济林为了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在树种

的选择上，主要种植经济效益好的橡胶、茶叶以及速生丰产林品种。 经济林开发没有考虑到物

种多样性、水土保持等，在开发中甚至水源林也被砍伐。 这种经济作物的开发方式与传统的生

态知识相差甚远，传统地方知识中的生态智慧被抛弃。
为何脱嵌式开发得以形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利益主体的行为加以说明：首先，地

方政府的谋利型角色。 中国的市场脱嵌并不完全基于自由放任的市场，而是政经同盟作用的结

果 ［２５］ 。 政府在脱嵌式开发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财税制度

的改革，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开始转变为“谋利型

政权经营者” ［２６］ 。 政府在做出某项政策安排时，不仅仅是在执行上级的决策，还有选择地追求

自身的利益。 经济林产业对地方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消除贫困等方面作用明显。 从早期的政

府主导的“公司＋基地＋农户”经济林开发模式到随后鼓励民间开发和林业招商引资，Ｍ 县各级

政府在经济林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外部资本的逐利化经营。 林权制度改革、农业

政策等促进外部资本进入林业领域。 按照彼得·桑德斯的理解，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体系需要三

个根本性的条件：财产的私人占有、利润和市场 ［２７］ 。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旨是“明晰产权、分
山到户、放权让利、规范流转” 。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相对混乱的林权明晰化，通过下放农户的

经营管理权，农户获得了“７０ 年不变”的承包权。 从权力体系的角度来看，农民事实上享有的已

经是一种“准私有” ［２８］ 的产权了。 林权改革为林地流转铺平了道路，“把山当地耕，把树当菜

种”日益成为现实。 同时，在农业政策上，Ｍ 县政府出台了“八不限政策”②，鼓励招商引资。 资

本进入林业后，为了追求最大化利润，出现了上文所述的“三光式”种植方式。 最后，农民的经

济理性化。 传统的农村社会尊崇的是“道义经济学” ，有较强烈的“反商业”传统。 人类学家发

现历史上在印度尼西亚萨赫瓦（ Ｓａｈｗａ）地区的榴莲树是禁止买卖的，甚至有“卖榴莲树就等于

是卖自己的祖父”的说法 ［２９］ 。 中国传统民间社会也有“无商不奸”的看法，体现了传统乡土社

会对商业的排斥。 但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农民已经商业化，成为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社区精英权威式微，农村原子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社会规范对农民以损害

环境为代价的最大化逐利行为所发挥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小。
多重脱嵌的经济林开发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后果主要体现在：第一，生物多样性消失。 橡胶

树、桉树等经济林种植密度很大。 如一亩橡胶林规划种植胶树 １１１ 棵，采取集中连片种植方式，
不浪费土地资源。 规划的土地都种植了单一的树种。 由于经济林的生态功能远弱于天然林，生
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很多动植物都消失了。 漫山遍野的橡胶林中连一个鸟都没有，成为“绿色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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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集中连片开发”的主要思路和逻辑是：由于一块区域有相似温度、降水、地形等，经过考察，如果适合种植经济林木，
可以采取统一开发的模式，连片种植橡胶等经济林木。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浪费热带资源。 同时，经济林管理也更为方便，运
营成本更低。 但是，区域范围内动辄几千亩或者上万亩的原生林被转化为经济林，对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集中连片开发对

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和水土保持等都是致命的危害。
八不限政策分别是：①行业不限：凡属有利于 Ｍ 县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企业不限；②规模不限：无论规模大小，都持欢迎态度；③所有制不限：只要有投资，无论谁主导、谁控股、谁受益都不限；④合

资方式不限：独资、参股、购买、流转都欢迎；⑤投资对象不限：国内、国外都欢迎；⑥资金来源不限；⑦引资形式不限：内资欢

迎，外资更好，可以以资金、技术、设备、无形资产等形式进行投资，更欢迎外资及私人金融贷款、民间机构资金等进行投资；⑧
区域不限：可以投资林木，也可以利用林地。 参见 Ｍ 县林业局：《Ｍ 县林业局关于上报 Ｍ 县十一五林业工作总结和 ２０１１ 年工

作计划的报告》 ，Ｍ 县林发〔 ２０１０〕 １０３ 号。



漠” 。 第二，农业面源污染。 由于经济林的效益明显，为了赚取利润，缩短成材时间，经济林普遍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桉树生长的前二三年必须大量使用化肥。 同时，为了减少杂草，需要定期

打农药除草。 化肥、农药的使用导致水质的恶化，同时附近村民以森林为基础的放牧、采集等副

业活动急剧萎缩。 第三，水源短缺。 经济林较传统杂木林的水源涵养性较差。 由于水源林被大

量砍伐种植经济林，很多村寨面临无水可吃的境地，用水紧张时，很多村民不得不驱车几公里外

找水吃。 一些吃水困难的村寨不得不异地搬迁。

五、结语

嵌入式开发可以整合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而
脱嵌式开发的主要问题是把生产行为变成纯粹的成本—收益考量的行为，突破了外在的社会、
文化和生态条件限制，而又未形成稳定合理的新的稳态结构，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发展

的不可持续。 在脱嵌式开发中，不同利益主体（政府、企业甚至村民）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和官员可以实现其在财政收入、税收、招商引资等方面的目标；企业可以

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其资本增值的目标；村民通过林地流转和打工，也能获得经济收入。 所以，在
脱嵌式开发机制中，不同利益主体构成了一个“共赢体系” ，这也是脱嵌式开发得以可能的驱动

机制。 但是就环境而言，这些利益主体也构成了一个“共犯体系” ［３０］ ，某种程度上每个利益主体

都是环境问题的致害者。 脱嵌式开发打破了长久以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所形成的稳固

的平衡状态，造成了短时间内的混乱和无序，引发了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多重危机。 这是我国很

多农村地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波兰尼指出，经济系统的脱嵌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一种

常态，脱嵌必然会引发社会的“反向运动” （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实际上，很多地方日益恶化的生

态危机所带来的反向运动也已呈现，围绕资源开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这些外在压力正成为倒

逼生态环境治理的动力。
脱嵌式开发是不可持续的，忽视地方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脱嵌式开发的再嵌入成为必然趋势，需要将失序的经济活动重新纳入到有序的系统中。 当然，
再回到传统的信仰价值、社会规范几无可能。 再嵌入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新格局中找

到平衡，使得经济开发不能完全成为由经济利益主导的行为。 首先，倡导一种与经济理性相对

的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不是反对经济理性，而是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理

念。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 环境问题突出的地方通常是法律执行较为薄弱的地区。 市场经济条

件下，道德只能发挥次要的作用，“道德的上限就是遵守游戏规则和国家法律” ［３１］ 。 农村经济开

发中的违法现象突出。 迫切的任务就是加强法制建设，把经济活动重新拉入到社会规范的制约

作用中，减少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形成敬畏法律的社会氛围。 特别是在法制的具体实践环节，
减少执法者的利益卷入。 再次，增强地方社区能动性。 自然资源的社区管理有其天然的优势，
应当赋权于地方社区，让其在地方资源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鼓励地方社区设定与现行法律

不冲突的村规民约，加强社区在资源保护中的作用。 最后，在资源开发方面，需要吸收传统农业

的智慧，特别是在保护生态、维护多样性方面的智慧。 不能完全照搬传统地方知识，而是要对传

统地方知识进行总结、归纳，提炼传统知识中可资借鉴的生态智慧，对传统知识进行现代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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